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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代的公文书史料:

原文书与集成文书之间

〔日〕船田善之 ( 广岛大学文学研究科 日本广岛县) 撰

申 斌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译

所谓“文书”，就是传递、核对信息的文字。其中，由官府及其成员在公共事务

过程中发出、接受或保存的文书则称为公文书。“文书史料”作为历史研究重要的史

料群之一，在笔者所从事的蒙元史研究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杉山正明曾将

“文书学的胎动”称为蒙古时代史研究的新动向之一，预见了其后文书研究必将在蒙

元史研究中崭露头角 ( 杉山正明《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宋元史学的基

本问题》，汲古书院，1999 年，第 523—526 页) 。
近年来，蒙元时代文书史料环境日益改善，相关研究也取得很大的进展 ( 船田

善之《元代汉文公文书 ( 原文书) 的现状及其研究文献》，《西夏学》4，2009 年;

《蒙古帝国 ( 大元) 史研究中的汉语文书史料》，《历史与地理》649，2011 年) 。其

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黑水城出土文书影印出版，如塔

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

等。基于这些影印的原文书的成果也不断涌现，如杜立晖、陈瑞青、朱建路 《黑水

城元代汉文军政文书研究》 ( 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 年) 等; 第二，《大元圣政国朝

典章》 ( 以下略称作《元典章》) 的译注、点校、校订本出版，如《〈元典章·礼部〉
校定与译注》 (《东方学报》81—83，2007—2008 年) ，陈高华等点校 《元典章》 ( 全

4 册，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 ，还有 《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 ( 史语

所，2016 年) ; 第三，在韩国发现 《至正条格》残卷，并且出版了影印本和校注本

(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 《至正条格》全 2 册，Humanist，2007 年) ; 第四，刻有公文

书的石刻史料，即石刻公文书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 船田善之 《从石刻史料开拓蒙

古帝国史研究: 以华北地域为中心》，早稻田大学蒙古研究所编 《蒙古史研究: 现状

与展望》，明石书店，2011 年) 。
随着文书研究环境的好转，不仅使蒙元史研究中利用文书这种文本成为可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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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会给长期以来文书史料研究中缺乏原文书的这一状况带来重大变革，从而获得蒙

元时代的文书及其制度的新鲜信息，为重新认识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创造了条件。当

然，原文书以外的“文书史料”与原文书是一种相互补充关系，其在蒙元史研究上

仍然不可或缺，甚至作用更为明显。
本文将概述蒙元时代公文书史料中的一个重要史料群———集成公文书。集成公文

书就是《大元通制》、《至正条格》、《元典章》等典籍中汇集编纂收录的公文书的总

称。本文在介绍近年来日本研究成果的同时，着重分析这些典籍中收录的文书与原文

书之间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一下利用此类史料的心得。
一、集成公文书的概况。元朝建立之初，曾循用金律，但从至元八年开始，禁行

金律。此后汉人官僚屡次奏请制定新律，但终未有果 ( 植松正《〈元典章〉文书的构

成及其成立》，《中国史学》21，2011 年) 。当时，在具体的行政和司法事务中，主

要是参照皇帝 ( 大汗) 的圣旨及基于圣旨而形成的中央政府的格与例。对于中央、
地方的官僚、胥吏们来说，从所属衙门的架阁库保存的公文书中寻找合适的先例便是

他们的日常事务。当时这些公文书，按季分类、整理，每一案卷有标题，有序号，依

年代顺序保存 ( 中岛乐章《元代文书行政中八思巴字的使用规定》，《东方学报》84，

2009 年) 。可以想见，查阅这些文书，任务相当繁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为了减

轻负担，十分有必要将合适的先例编选成集，这也就是 《大元通制》、《至正条格》、
《元典章》等集成公文书典籍形成的原因 ( 植松正 《〈元典章〉文书的构成及其成

立》; 岩井茂树《元代行政诉讼与裁判文书: 以〈元典章〉附钞案牍“都省通例”为

素材》，《东方学报》85，2010 年; 船田善之 《蒙古帝国 ( 大元) 史研究中的汉语文

书史料》) 。
二、集成公文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早在蒙元时代原文书很稀见的时期，这些

集成公文书就已经为蒙元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信息和新的视角。不过，从文书研究角

度来看，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集成公文书只是庞大的公文书中很少的一部分，那些没有挑选作为先例的

文书则被排除在外。在挑选公文书时，主要选择那些包括了皇帝或中央政府的最终处

理意见的下行文书 ( 植松正《〈元典章〉文书的构成及其成立》) ，一般的上行文书及

路及肃政廉访司 ( 提刑按察司) 层级以下衙门发出的下行文书几乎不予采录 ( 宫纪

子《程复心〈四书章图〉出版始末考: 大元兀鲁思治下江南文人的保举》，《内陆亚

洲语言研究》16，2001 年) 。
第二，集成公文书所收录的是一件一件的公文书，虽是以原始公文书为底本，但

经过了编辑 ( 船田善之《蒙古帝国 ( 大元) 史研究中的汉语文书史料》) ，正因如此，

田中谦二、植松正将《元典章》收录文书称作“元典章文书”，以便与其他文书相区

别 ( 田中谦二《元典章文书的构成》，《东洋史研究》23 － 4，1965 年; 植松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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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章文书分析法》，《十三、十四世纪东亚史料通信》2，2004 年) 。因此，集成公文

书是与原文书性质不同的编纂史料，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三、集成公文书与原文书的关系。严格来说，集成公文书所收的公文书并不是第

一手史料，但考虑到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原文书文本，因此，它们也具有无限接

近第一手史料的一面。
集成公文书，多数都是最终定案的下行文书。这样的公文书，引用了从案件发生

到最终定案过程中，地方、中央衙门及大汗之间往来的公文。因此，在最后发出的下

行文书中，这些公文被引用，从而嵌套其中。萩原守将具有此种结构的公文书称作

“多重直接引用”形式，萩原认为这种“多重引用方式”是中国传统汉语公文书的风

格，清代蒙古的审判文书也采取了这一形式 ( 萩原守 《清代蒙古的裁判与裁判文

书》，创文社，2006 年，第 152—162 页) 。本文也沿用这一称呼。
这一公文书结构，源于中国高度复杂化的政府组织及其文书体系，也与彻底的惯

例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某一衙门或官员收到某一公文书，就要根据其报告、指示、
询问的内容，行移给其他衙门，这时，就会引用前一衙门的公文。当然，这种引用多

是节略引用，概要说明报告、指示、询问的背景与关系。岩井茂树曾分析过一件

“申文”，原始文书超过了 3000 字，引用时被压缩为 134 个字 ( 岩井茂树 《元代行政

诉讼与裁判文书》， 《东方学报》85，2010 年) 。在特殊情况下，为保证原文书内容

的准确与严密，有时也会附上原文书或其抄件。这种先前公文的引用有明确的规范，

原文书末尾部分的日期会移到最前面，同时写明发文、受文机构或官员，并注明文书

的属性，然后再引用其文本。
《元典章》收录的公文书，就是基于这一引用方式。其节略、编辑的方式，与那

些原文书引用公文的方式没有大的差别，这也是集成公文书与原始公文书无限接近的

一个理由。例如，《元典章》收录的江西行省札付中引用的 “中书省咨”，和黑水城

出土的甘肃行省札付 ( 原文书) 中引用的“中书省咨”，都是被行省官吏出于引用目

的而加以编辑的集成公文书，两者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关于这一情况，岩井茂树通过

公文书 ( 札付) 抄本的分析，明确地说明了公文书的节该 ( 节略) 并不是《元典章》
编纂过程或官府的先例积累过程中完成的，而是札付、咨等原始公文书本来的形态

( 岩井茂树《元代行政诉讼与裁判文书》) 。
《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收录的条文也同样如此。不过，与 《元典章》相

比，那种多重引用方式的嵌套结构没有那么复杂，这是因为其条文就是从皇帝的圣旨

或中书省、御史台等发出的下行文书中抽取的核心部分。岩井茂树认为蒙元时代的

“断例”、“条格”在积累、编纂过程中曾按照一定形式整理过 ( 岩井茂树《元代行政

诉讼与裁判文书》) 。同样，中书省、御史台发出的下行文书，在引用过去中书省、
御史台的公文书时，也常常如 《大元通制》、《至正条格》那样，所引条文尽可能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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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只保留必要的内容。公文书在引用这些条文时，也要重新处理一下。
综上可知，集成公文书可以说是基于规范化引用方式而整理的公文书合集。而在

不同史料的多重引用方式中，原文书残存程度的差异，是由于编纂主体、原文书的发

出者及类型的不同而造成的，同时与保存机构、编纂目的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

《大元通制》、《至正条格》将中央政府的最终意见加以精简总结，因而具有了某种法

典的性质。“尽管其不具有唐代律令那样的内容，但以律学为基础模仿律令的意图很

强烈” ( 植松正《〈元典章〉文书的构成及其成立》) 。而《元典章》则采取了六部分

类结构，其所引用的文书保留了皇帝或中央政府最终裁断之前的文书行移情况，清楚

地显示出地方官府处理、行移文书的细节，其所提供的先例不仅仅是官员判断的依

据，同时也兼具文书处理手册的意味。当然，无论是 《元典章》，还是 《大元通制》
等，它们在提供给读者可以方便参考的先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结语。无论是公文书原件、抄件，还是集成公文书，由于多重的引用方式，从而

形成了复杂的嵌套结构。若想准确地理解文本的内容，就必须正确把握这一结构。对

于这种文书结构，早期有田中谦二开拓性的研究，明确了基本的解析准则。后来植松

正对如何分析嵌套程序做出很大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利用这些集成文书提供了很

大的便利 ( 船田善之《关于解读〈元典章〉: 兼谈有关工具书、研究文献》，《蒙古学

信息》2000 年第 3、4 期; 植松下《元典章文书分析法》) 。
近年来，岩井茂树的一系列有关蒙元公文书的结构、样式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

注目。岩井茂树分析了一份超过 3000 字、首尾一贯的集成札付文书的复杂结构 ( 岩

井茂树《元代行政诉讼与裁判文书》) 。通过他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黑水城文书，可

以使我们把握除圣旨等所谓王言以外的官文书的全貌。换言之，对比原文书与集成公

文书，我们能够推断出文书被引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虽然公文书引用时的节略无

法逆转，也无法重构原文书，但是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原文书的面貌，进而分析

集成公文书的特点。今后，我们在利用集成公文书时，必须时刻具有这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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